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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洋词语”现象，再次探讨跨文化交际的趋同性，并从语言的特点和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论证了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趋同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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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笔者曾在“从中西文化习俗的交融看跨文化交际的趋同性”（汤朝菊，2001）一文中谈及人类文化的共性。其实，在跨文化交际中，异文化的交融和不断趋同已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同大于异”（柯平，2001：119）；伍雅清：“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民族性，但我们不能夸大这一特征，不能因为它而否认语言间的共性的一面。…”语言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人类的思维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也大同小异。因此，各民族语言之间具有共性。正是因为语言的共同性使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交流、科学文化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成为可能。

2. 跨文化交际趋同的表现

从中国人剪掉长辫子，脱下长衫装，由灯笼到电灯，由土灶到微波炉，由打躬作揖到握手问好，乃至于今天中国的法官穿法服，执法槌，从古至今，中国文化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人类文化的趋同性通过语言的相互借用和融合体现出来，而语言又通过词汇反映出来。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语言又与词汇血肉相连，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和最不稳定的因素；语言的变化发展首先表现在词汇上。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1980）曾指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语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为了不使交际中断，语言用词汇、语义的变化来及时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所以词语的使用必须要适用于人们生活的环境，反映社会思想才能体现出生命力。以汉语词汇为例，文革时随处可见到听到“大字报”、“红卫兵”、“造反派”、“样板戏”、“文攻武卫”等词语，以及“公社社员”、“工分制”等，而现在却极其罕用，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文明”、“三个代表”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等，而一度已经罕用的旧词“律师、法制、学位、股票”等等又重新使用。这些都说明，在语言体系中，词汇敏锐地反映着社会变化。

现代汉语中出现的一些所谓“洋词语”(modern words)，一是指现代汉语中的“新词语”（new words），二是指现代汉语中出现了洋化表达或结构(foreign words)，三是指现代汉语中的部分词汇成为其他语言的“洋词语”(loan words)。凡此种种，其实皆是文化趋同使然，因为知识和文化是人类共同的产物，一种文化中的财产可以为另一种文化所借用和共享，甚至吸收。“代沟”一词本是汉语里没有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科技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新一代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和老一辈人发生了强烈的冲撞，于是出现了一个新词语generation gap，由于两代人难以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所以这个词语“代沟”很快就被汉语所吸收并利用。同样地，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也为其他语言所接受和使用，王宗炎：“……过去人们一看见‘市场经济’‘外商投资’就摇头，现在已予以充分肯定；过去英国人不喜欢paper tiger这个短语，1963年版的由Hornby主编的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不收它，1983年Peter Stevens(他不是顽固派)在‘Cultural Barriers to Language Learning’一文中还说英国人觉得此词很怪异，可是1989年版的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已把它收了，1988年版的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也收了……”(2000:59)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为解释语言的共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证明。根据赵艳芳（2001），泰籍华人郑齐文先生在《认知原理》一书中认为大脑经刺激产生了一系列的原始知觉。这些原始知觉没有将本质与现象分化开来，处于杂乱状态。以后经过意象回忆或思考，消除了偶然的、特殊的形象，保留了必然的、普遍到具体共性的图式，产生了具有共性的概念。……人类具备相同的感知、认知能力，一定能够获得相似的概念结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认知心理不仅古今相通，而且中外相通。”（沈家煊，1998，转引自赵艳芳，2001）

其实，在现代汉语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所谓的“新词语”、“洋词语”，
“ ‘中国正处在新词语大量涌现的又一高峰期。’……‘新词语来得这么短、这么快，实在令人振奋——据1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收录了2200条新词语的《新华新词语词典》已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它为我们把脉时代及展望未来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依据”。由于生活语言的不断融合，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诸如“打的” 、“发廊”、“鞋屋”、“火锅城”、“书城”、“鞋城”、“美食城”、“娱乐城”、“套餐”、“大餐”等词汇；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大款”、“大腕”、“大哥大”、“股票”、“炒股”、“牛市”、“熊市”、“刷卡”、“透支”、“盘存”、“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写字楼”、“二板市场”等；科技术语中出现了“广场”、“资讯广场”、“数码广场”、“硬件”、“软件”、“纳米技术”、“黑洞”、“信息高速公路”、“克隆”、“On-line在线的、即时的”、“数字地球”、“虚拟现实”、“轻轨”、“孵化器”等科技语言的融合；日常生活中出现了“AA制”、“电脑”、“上网”、“明星”、“蹦迪”、“立交桥”、“飙车”等，商业广告语言中新词的使用。这些新词、洋词有的是从西方文化中借用或直接音译过来的，如“拜拜”，有的是从汉语中衍生的，或者叫搭配的，如“鞋”+“屋”=“鞋屋”；有的是汉语的旧词产生的新意，如“太太”、“小姐”、“公子”等，有的是汇合港台文化的词语，如“蹦迪”、“拍拖”，还有的是由于新人新事而出现的新词语：比如近来与国际接轨是一个时髦话题，所以“与国际接轨”也成了一个新词语，同时出现了“全球一体化”等系列新词语。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门打开，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思想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近十年来，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各阶层的思想活跃，有些社交称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同志”变成了“师傅”或“老师”；还有的是去俗从雅，“以洋代中”而接收“洋词语”，汉语里“上厕所”是介于“去茅厕”和“去方便方便”之间的通俗说法，由于英语中有“go to the washing room”和“go to the restroom”的说法，所以汉语也逐渐采用“去洗手间” 、“上卫生间”这样的高雅词儿。本来按照汉语说法，人生病了应该去找医生看，病人是“被看”，然而因为英语有“see a doctor”，所以汉语也有了“看医生”的趋同表达法。同样地，英语有summit meeting,所以汉语就有“峰会”的表达。

还有一种情况指某一团体或个体的谈话言语中夹杂的“洋词语”，如中国人尚佛教，在感叹时多用“我的天”，但有时脱口说出“上帝”，这已在不知不觉中“洋化”了，因为西方人信基督教，但现在将“上帝！”改为“哇塞！”“耶！”，或者干脆说“好high (高兴)！” “好cool”“老师你太out (落伍)了！”“同学你好in (时髦)!” 以及“用IC卡”、“放VCD”、“发E-mail”、“加入WTO”、“预防SARS”等直接“拿来”的“土”中有“洋”，“洋”中夹“土”的言语了。

再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外来词（借词——言下之意，借来使用）的影响，使现代汉语中某些词语“洋化”而衍生出“新词语”。在民族接触和国际交往中，人们往往借用外来词语表达新概念，以至于互相吸收它们。比如英语的coffee一词，就生出了汉语的“咖啡”，由于solon，有了“沙龙”，先cartoon后“卡通”，由AIDS而“艾滋”；另一种现象是现代汉语产生的新词语“洋化”了外来语言，比如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现代汉语产生了“拉关系，走后门”的说法，于是英语中也增添了backdoor（笔者认为backgate或许更好些，正好应了watergate一说）这个从中国来的“洋词语”。同理，象这类词语还有很多，如：Chow mein炒面，Lo mein (手)拉面，Ma pu tofu麻婆豆腐，Wonton馄饨， leechee荔枝， Chgaotzee 饺子，taiphoon台风，coolie (cooly)苦力，chi气，yin-yang:阴阳，kung fu（有拼keng fu , gongfu）工夫，tai chi chuan太极拳，Feng shui风水，Kowtow磕头，hot pot火锅，Horse Year马年，Monkey Year猴年等12 Birth Symbolic Animals 十二生肖等等。

当然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青年人、老年人、中年人）、不同行业的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不同层次的人（文化低的人和高文化的人）又有不同的选词倾向，但只要主流社会中的文化主流产生了趋同，我们就可以认为跨文化存在趋同的现象。

3. 跨文化交际趋同的原因

根据建构语言学的观点，话语中所选用的绝大部分语言材料是全民公认的，这是言语交际的基础。为了完成交际任务，言语可以创新，这些创新一旦被社会公认，就会约定俗成。成为语言事实，促使语言不断发展，这就是语言体系的建构。人在学习一种语言时，也在不断建构自己个体的语言体系。使之逐步与全民体系相接近。语言建构连续性使语言结构不断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交际需要。为了使交际不致于中断，就要不停地产生新词。
3.1 跨文化交际的趋同是由于语言动态发展的原因使然

语言是在人类形成的过程中同步出现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的发展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引起语言的内部体系和功能的矛盾而导致语言的变化。”（王德春，1999）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交际范围也日益扩大，交际内容日益深化，加上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诸多因素都要求语言能满足人们日益广泛的交际需要，记载人们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成果，传递不断丰富的社会信息，这就促使语言不断发展，语言的交际功能首先获得发展，这时，语言的结构要素不能最有效地实现交际功能，不得不产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功能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按其原因可分为下列几种：

1）社会因素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变化。

由于社会的变化发展，“责任制”、“代沟”、“人际关系”、“电脑”、“超市”、“条形码”等词语一产生就获得生命力而被广泛使用；而文革词语“大跃进” 、“抓革命，促生产” 、“红卫兵” 、“红宝书”等词语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失去了生命力。

2）思维进步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人类思维，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比如《现代汉语词典》里“城”指“城墙以内的地方”或“跟‘乡’相对”，“广场”指“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广阔的场地”，现在词义已经扩展并转义，“城”可指任何从事经济或文化活动的场所，如“书城”、“火锅城”、“鞋城”、“美食城”、“娱乐城”等，同样地，“广场”也可指任一从事经济或文化活动的场所，如“文化广场”、“数码广场” 、“资讯广场”等。

3）人类对新生事物的求新求异性导致语言中词汇发生变化。三百多年前，当著称于世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落成时，英王乔治一世对著名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说，你的杰作“amusing”(令人惊异的), “awful”(威严的 ), and “artificial”(精巧雅致的)。现代英语中这几个词的含义已变成了“逗人发笑的”、“阴森可怕的”、“矫揉造作的”。当然，旧词由于交际的需要也可以复活，这同样是求新求异的心理使然。比如前面所说的“先生”、“小姐”、“太太”等。

4）语言结构为了适应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而产生的变化。比如，“快餐”，“AA制”，是因为人们从心理上觉得很合理，所以愿意接纳并加以使用，因为英语的“bye-bye”一词与汉语的“拜拜”在发音部位上很接近，所以人们愿意接受，并不惜创造一个新词“拜拜”来对应之，再如“darling”和“打令”也是如此。

5）在不断的语言相互接触中，一种语言结构为适应其他语言的结构而引起的变化。如现在广播、电视里播音员的套语“亲爱的听众（观众）”“女士们、先生们”就是为适应“Ladies and Gentlemen”这样的语言结构而产生的新组合。

3.2 跨文化交际的趋同是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

语言首先是约定俗成的，在使用中又是不断演变的。

根据王德春，语言发展有其内部的制约规律：社会发展和思维进步等外部原因可以引起语言结构的变化，但变化的形式往往受到语言中现有材料和现行作用规律的制约。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要求有新词加以表达，而新词要用词素通过规则加以构造。如“一孩化”这个词，是由于提倡计划生育，鼓励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小孩的社会原因而产生的。但构成这个词的词素“一”“孩”“化”是语言中现成的，把词根复合后再加后缀的附加构词法也是语言中现成的。语言的类推规律可以产生新词。如： 新闻—旧闻，帮忙—帮闲，无的放矢—有的放矢，空气污染—精神污染（1999：59）;同样地，英语中的词汇the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为创造新词antidefenestration打下了基础，语言发展的简约规律也可以产生新词，如：德律风—电话；语言发展的丰富化规律不断产生新词，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词汇日益丰富，语义不断充实，有些多义词的义项达几十项之多。如“打”就可以组成“打的”、“打人”、“打架”、“打水”、“打铁”、“打磨”、“打工”、“打瞌睡”、“打毛衣”、“打谷”等词汇。一个新词一旦形成，它就开始在语义上发展，这种发展不受它的组成成分的意义的影响，可以自由使用，独立成意。

3.3 跨文化交际的趋同是词汇的本质特性使然

词汇有两个基本特性：开放性和超前性。词汇的开放性是指除了少数几个封闭词类外，其他词类都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人类创造词汇具有超前性，词典里没有的词，由于能贴切恰当地表达社会生活，可以超前使用，有些词在流行了一段时间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才收入词典。

4. 语言的统一标志文化的趋同

从现代汉语的“洋词语”现象可以看出汉语界和外语界出现了融合的趋向，程工：“本来壁垒森严的两块语言学研究阵地——汉语界和外语界开始出现沟通、融合的趋向，…”，“现在这种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不仅出现在汉语界和外语界，哲学、数理逻辑、统计分析、认知学科计算分析等方面的知识都被广泛运用到语言研究中使得我国的语言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也表明未来世界语言的统一趋势。王德春：“世界各语言在未来终将统一为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以利于广泛频繁的交际需要。根据现在的情况预测，未来的世界统一语言有三种可能性：1） 各种语言通过融合统一为世界语言。这种统一的语言不是任何一种现代的民族语言，而是各民族语言的融合，它们先融合为区域语言，然后再融合为统一的世界语言；2） 利用某一种人工国际辅助语，扩大其功能，改进其体系，让它逐渐发展为统一的世界语言；3） 一种现代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不断扩大，体系不断完善，逐渐成为全世界的统一交际工具。根据现在的情况看，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这就是说，未来的世界语言可能以一种自然语言为基础，吸收其它语言中的成分，最后发展为统一的世界语言。”（1999：33-34）事实上，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语言发展规律可以发现，吸收外来语，“移花接木”，纳入本国民众使用的流行语言，已成为许多国家语言变迁的规律之一。我们的社会在接纳新词语、新观念上，一种更为开放通达的心态正在成长。

文化趋同对人类的交际的影响作用是很大的，比如对翻译而言，可以在两种语言间很容易地找到对等词，从而降低翻译的难度。比如，supermarket—超市，bar code—条形码，clone—克隆，washing money—洗钱，纸老虎—paper tiger，后门—backdoor等，直接“拿来”可用，不必费心地去为了适应异文化而“转译”。同时对词典的编篡也产生了影响，首先，文化趋同丰富了各语言的词汇；其次，双语词典的编撰提供了方便。根据Leech，有些语义学家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同样的基本概念体系，这个基本概念体系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普遍特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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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对成语中隐喻的模式、作用和形成机制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成语虽是词的单位，但却是隐喻最为丰富的语料之一。隐喻作为一种传统的修辞形式，古而有之，成语中的隐喻为隐喻的历史和起源做了很好的注解。隐喻是成语形成的工具。一个成语的典故或表面意义经过隐喻升华出极富生动感的隐喻意义。隐喻是成语应用于语境的桥梁，也是人类认知的桥梁。隐喻将成语中的常识观嫁接到所认知的事物或人，使人类可以更生动，更形象地了解认知的对象。当然，文章对成语中的隐喻模式以及对隐喻在成语形成中的机制还显粗浅，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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